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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一方面科技领域分科日益细化，科研探索不断深入，不同学科间的界限越来越明显，隔行如隔山，科研工作者对自己专业以外的领域简直就是外行。故而，科学共同体之间需要加强交流，相互了解对方的科研成果。另一方面，近代以来，在科学研究方面，科学离公众的视野渐行渐远，而从应用视角看，科学与公众日常生活和工作的联系又日益紧密，科学社会化，社会科学化，公众需要理解科学，需要具备一定的科学素养。有鉴于此，科学传播的社会需求应运而生。然而，到底何为科学传播？科学传播需要遵循哪些伦理规范？这些都是当前学术界致力探讨的问题。本文主要从科学共同体的视角对科学传播的伦理问题进行探讨，以就教于先学。
一   什么是科学传播？
科学传播，英语为science communication，在汉语学世界里，它是非常新的概念和领域，从贝尔纳的著作《科学的社会功能》中译本可见一斑。1982年，商务印书馆出版陈体芳翻译版本中将第十一章Science Communication译为“科学交流”[1]。可见，至少在1980年代初的汉语世界里还没有出现“科学传播”这一概念。在中国知网上以“科学传播”作为篇名检索，最早的论文是1986年的《论传教士在近代西方自然科学传播中的主导作用》，从题目来看，这显然不是当前语境下所谈的“科学传播”。2000年之前，以“科学传播”为篇名的论文只有6篇。对于如此新兴之概念，国内学界对其内涵见仁见智。周光召先生认为科学传播有三个层次，第一层次是科学交流，科学家在专业学术刊物、学术会议或信息网络上发表自己的研究结果、研究心得或前沿综述，是意在获取知识产权的同行传播。第二层次是“ 科学教育”，通常发生在科学体制内，于师生间进行，由专业科学教师直接或通过传播媒介系统向学生传授科学知识，培养专业人才，或使学生具备必要的科学素养。第三层次是“ 科学普及”， 或称“ 科学大众化”，受过科学教育的人, 利用大众传播媒介，向社会公众介绍科学知识和科学事业的发展，以培养公众的科学意识，提高公众的科学素养。[2]吴国盛教授则认为， “科学传播”是“科学普及的一个新形态，是公众理解科学运动的一个扩展和延续。”[3]刘华杰教授认为，科学传播是“指科技信息在社会各主体之间的发送、接收等，相当于广义的科普，可以包含、取代科普及科技报道等。他同时指出，现代科学传播是带有有反思性的传播。[4]
[bookmark: OLE_LINK1][bookmark: OLE_LINK2][bookmark: OLE_LINK3][bookmark: _Hlk428975849][bookmark: OLE_LINK4][bookmark: OLE_LINK5][bookmark: OLE_LINK6][bookmark: OLE_LINK7][bookmark: OLE_LINK8][bookmark: OLE_LINK9]事实上，对于“科学传播”这一概念的具体内涵，不仅国内，而且在国际学界也一直争论不休。在《科学的社会功能》中，J.D.贝尔纳所说的科学传播包括科学家之间的交流问题、科学教育和科学普及工作三个方面。[5] 2000年，英国科学技术办公室和维尔康姆信任基金会(OSTWT)共同完成了报告《科学传播与英国公众科学态度回顾》。报告基于科学传播所涉及各群体间的直接作用概括出八个层次：“学术界和产业界在内的科学共同体内部团体间的传播；科学共同体与媒体之间的传播；科学共同体和公众之间的传播；科学共同体和政府或其他权力权威部门之间的传播；科学共同体与政府或其他影响政策的主体间的传播；产业界与公众间的传播；媒体（包括博物馆和科学中心）与公众之间的传播；政府与公众之间的传播。”[6]这是从不同层级表述了科学传播的存在状态，并没有涉及科学传播的意义内涵。而伯恩斯（Burns, T.W. ）等人将科学传播界定为“使用恰当技能，运用媒体，通过开展活动和对话引发人们在意识（Awareness）、愉悦（Enjoyment）、兴趣（Interest）、见解（Opinions）以及对科学的内容、过程及其社会要素的理解（Understanding）等方面产生对科学的个体反应。”[7]因为这个理论模型所涉及的五个关键概念的单词（Awareness，Enjoyment，Interest，Opinions，Understanding）的第一个字母恰好是英文字母中的全部元音字母（AEIOU），故被简称为元音族理论模型。它简洁明了地表达了科学传播的目的，指明了科学意识、科学理解、科学素养和科学文化的一般指向：公众的科学意识意在激发公众去了解科学，对科学持肯定态度；让公众理解科学内容、科学过程和科学建制的社会要素；科学素养表现为，当人们知晓了科学，对科学感兴趣并参与科学活动，形成见解，并寻求去理解科学；科学文化是一种社会环境和文化氛围，处于其中的公众普遍欣赏科学，支持科学，具备合理的科学素养。[8]不过，从该定义中，人们看到的似乎是科学共同体向公众推销科学的单向信息传递，几乎没有体现出当前更多强调的参与及互动。菲施霍夫(Fischhoff)和 斯卡夫尔（Scheufele）则认为，科学传播必须完成四个相互关联的使命：确定科学中的哪些方面是人们决策时最需要的；判定人们在这些方面已经知道了什么；制定传播计划，消除人们已知和需知之间的明显差距；对传播的结果进行恰当性评估。[9]在维基百科的最新解释里[10]，科学传播通常指一种大众传播，是向非专家介绍与科学相关的话题，包括科学展览、新闻、政策或媒体产品。科学传播的目的有：为了获得社会对科学研究的支持，或让社会知晓政策制定情况，包括政治和伦理考量。而且，从发展趋势看，科学传播的内容不仅仅是科学发现，而且越来越倾向于解释科学方法；从对象上看，科学传播不仅指非科学家间的传播，也包括科学家之间的传播。
总而言之，“科学传播”可以概括为：科学家、媒体、公众和政策制定者等利益相关者之间，借助公众媒体、科学场馆、科学争论与论坛等途径，进行双边的科学信息交流与互动，以实现在科学知识、科学方法、科学精神和科学意识等在科学共同体内部及与社会之间的扩散与再建构。当然，这个过程中有着一系列的规范，需要完成既定的任务，实现一系列多元化的目标，最终达到一定的结果：科学为社会所用，社会为科学所用，社会理解、认同并支持科学，学会最大限度地从科学中受益，同时接受科学的改造与建构。
二   科学传播伦理探讨的哲学基础
         科学传播的伦理考量是20世纪末本世纪初才受关注，主要缘于人们对科学本质及科学之社会实践的认知转变。具体而言，科学传播伦理探讨的哲学基础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科学实在论转向科学建构论
科学实在论兴起于20世纪60年代的美国，是一种承认科学理论实体的客观存在并坚持客观真理的学派。科学实在论认为，科学理论是对独立存在的客观外在世界提供了真理性的描述，他们有理由能够令人相信不可观察的理论实体的本体性。也就是说，在科学实在论看来，“科学给予我们的世界图景是真实的，其细节是可信赖的，科学所假设的实体是真实存在的；科学是通过发现而不是发明而获得进步的。简言之，当今的理论都是正确的。[11]9这意味着科学是绝对的客观真理。既然是客观真理，就不会受人之主观意志影响。若果真如此，则科学传播时只是将科学知识内容直接传达给受众，其间并不涉及伦理选择与判断。然而，科学实在论的观点在20世纪90年代受到了质疑，范·弗拉森认为，科学实在论在采用了类似于自然神论的论证方式，存在缺陷，并提出了“建构的经验论”观点。他认为，“科学活动是建构而非发现，是适合于现象的模型建构， 而非发现关于不可观察物的真理”[12]，科学的目标是为我们提供具有经验适当性的理论，理论的接受仅仅与相信理论具有经验适当性的信念有关。[13]以科学知识社会学为代表的社会建构论者则认为，科学知识是由科学家在实验室里生产出来的。科学家在制造知识过程中所形成的科学信念则受到社会因素制约，也就是说，科学知识是社会建构的产物。这就表明，科学的逼真不是真正意义上的逼真，而是一种表观现象, 是人工伪造的逼真，是由理论的趋势、社会的比喻和具体的心理偏见所造成的。[14]因此，科学概念、理论、观念和事实的建构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科学公共体成员的动机，甚至利益制约机制。也就是说，科学知识在建构过程中会存在着人为选择因素。理论上说，只要存在行为选择，就会涉及伦理问题。这样，在科学家的科学知识制造活动中就产生了伦理诉求。
2.科学功用与科学精神的背离
依据美国科学社会学家R.K.默顿的科学规范结构理论，现代科学的精神气质主要包括普遍主义、公有性、无私利性和有组织的怀疑主义等四个方面。[15]普遍主义包含两层意思：一是在知识生产过程中对于科学真相的判断必须服从于先定的非个人性的标准——尊重实际观察，与观察和先前已被证实的知识相一致；二是对科学知识的评价不因知识生产者（科学家）而异，评价一项科学贡献应该与贡献者的任何社会属性没有关系。在科学传播中也应尊重此要求。公有性指科学上的重大发现都是社会协作的产物，也就是每一项成果里都绝非完全是某一两位科学家的工作，而是包含有其他科学家的贡献。科学共同体成员在科学传播时应该交代他人的贡献。同时，科学是公共领域的一部分这种制度性概念，也就规定了科学成果必须充分而公开地交流与传播。无私利性，指科学活动旨在寻找全人类共享的普遍真理，科学研究人员应为科学的目的而做研究，而不能出于个人或团体的私利从事科研。在科学传播中科学共同体不应盗用科学权威，为非科学的学说博取声望，以谋求个人私利。有组织的怀疑主义，指对科学知识的确证性考察不能屈从于权威，或受到知识生产者个人的社会属性影响，而应按照经验和逻辑的标准对信念进行公正的审视。
默顿提出的科学精神的内在要求通常是基于理想状态的纯粹科学形态提出的，是希腊式的出于好奇需求的、纯粹的、自由的、推理的科学所具备的精神气质。然而，事实上，科学还有另一面，即科学是社会的产物，根据建构主义的观点，科学知识的生产深受知识制造者所处的社会语境所影响，社会因素对科学事实的形成起着重要的影响作用。因为科学的功用需求决定科学必然受到社会利益不同程度的影响。社会利益既与“科学外部”的诱因和归属相联系，也与“科学内部”一个科学场域中的这个或那个小派别的成员资格结合在一起。这些不同的利益促进了各种劝诱性策略、机会主义战略以及文化上得到流传的安排，而后者将影响科学知识的内容和发展。[16]显然，这已经与默顿所提出的科学精神气质相背离。这种背离的结果就是无论在科学知识的制造过程，还是科学传播过程，与科学功用相联系的社会利益都会引发科学共同体的伦理判断与选择。
3.公众理解科学由缺失模型转向民主模型
20世纪下半叶，现代科学技术突飞猛进，科学技术高度社会化，社会也越来越科学技术化。英美等发达国家一致认为，科学技术在现代生活中已居于至高无上的地位，只有科学技术才是有效的。因此公众必须具备一定的科学素养，才能适应现代社会发展，也才能促进经济发展和民主政治建设。于是，在基于“公众缺少科学知识，因而，需要提高他们对于科学知识的理解”[17]这一理论前提下，英国科学家J.杜兰特等从1980年代开始着手促进公众理解科学的一系列调查与研究，他的公众理解科学践行模式被称为缺失模型，这种模型潜在地假定了科学知识的绝对正确性。我国传统的科普形式也是一种缺失模型，认为公众都是缺乏科学知识的，科普机构和科研人员有义务向他们普及科学技术知识。从来没有人会怀疑这种科学知识的真理性。普及科学出于利好公众，提高公众科学素养，进而提高他们的工作和生活能力与效率。因此，对公众进行科学知识普及并不存在伦理判断与选择问题。
        然而，缺失模型把公众看作在科学知识方面的绝对无知，或者说公众不理解科学事实、科学理论和科学过程。科学传播者对科学的不全面认识，对于公众的不恰当定位，只把公众当做知识信息的被动接受者，同时，他们认为所谓的绝对正确的科学知识也在实践中出现了偏差，不断被怀疑。这些都导致传统的公众理解科学（包括我国的科普）运动的效果不够理想。于是，杜兰特开始反思公众理解科学的缺失模型，他意识到，公众不仅仅需要了解科学知识和科学方法，他们更需要知晓科学社会建制的运行模式及其对人们形成关于自然界的知识的影响。进而重建“民主模型”。“民主模型”强调公众通过参与科学技术决策，与科学家、政府间进行平等对话，从而实现科学传播。[18]民主模型的关键是公众的参与和交流，公众能否真正与科学家和政府进行平等对话，并就相关决策作出独立判断，要取决于他们所掌握的科学技术信息。公众所掌握的科学技术信息全面与否，客观真实与否，依赖于科学信息发表源头的科学共同体。由于种种社会因素及利益冲突机制的影响，科学共同体在发布相关科学信息源时就存在着伦理判断与伦理选择。
        
三     科学共同体在科学传播中的伦理责任
科学传播中最常态化的群体通常有三大层次：科学共同体，大众传媒，社会公众。其中科学共同体是科学知识的生产者，科学方法的运用者，科学过程的实践者与建构者。可以说，他们是是科学传播的源头，他们在科学传播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正如吴国盛教授所说：“就整个科学传播工作者群体而言，按照活动的性质可以分为三类：科学传播活动的组织管理者( 政府人士) , 运用媒体或其他方式职业从事科学传播工作者, 科学普及创作者( 主要指科普作家) 。其实, 科学传播的主体可能主要在第二类。”[19]欧州晴雨表一项关于“公众对解释科学技术社会影响的合法性态度” 调查显示，52%的公众认为大学和政府科研机构中的科学家在解释科学技术社会影响方面具有合法性，位居第一。其次32%的公众认可电视记者在这方面具有合法性。[20]可见，科学共同体在科学传播中的重要地位为社会所公认。由此可见，科学共同体能否遵守科学传播的伦理规范，关系到科学传播能否实现预定目标，在民主社会中甚至会影响科学事业的生存与发展。具体而言，在科学传播的过程中，科学共同体负有哪些伦理责任呢？
从理论上说，伦理责任首先涉及伦理判断。伦理判断更多关注人类行为中的正当与非正当、道德与不道德的程度以及责任义务。只要一个人的行为会对他人产生显著影响，就存在伦理问题，尤其是当这种行为涉及到手段和目的的有意识选择时，就会存在正确或错误的判断。科学传播活动之所以涉及伦理责任，是因为其蕴含着科学传播者的种种目的：为了发布信息，为了增进受众对自己工作与成果的理解，为了促使受众做出某种独立决策，为了说服公众相信某种信息的重要价值性，为了证明某个社会问题的存在性与相关性，为了推广某种行为决策或计划，亦或是为了激起某种冲突等，以及围绕特定目的有意识地选择传播手段。[21]显然，科学传播主体的行为存在着伦理判断。而作为知识生产者的科学家，写作科学文章时面临着选择：修辞选择，论点组织，语言建构，以及关键术语、参考文献、表格和图标选择等，这些选择也均受到其目的影响。他们在面向社会大众传播科学时也同样面临着一系列选择，这些选择必须在适当的伦理范围内进行。
1.保证科学成果信息的真实性与透明性
从科学成果产生的源头来说，科学共同体的责任是保障科学信息的真实性与正确性。不能为了某种目的，在实验室中通过实验数据修改、造假等作伪手段制造虚假的或不真实的科学信息，再向公众传播，最终误导公众，引发严重社会后果。从科学信息的选择来看，拟传播的科学成果应该是通过同行评议确定过的、在现有科学水平下基本不存在争议的。科学成果必须经过同行评议才能传播，否则，一旦在传播后遭受质疑或被学术界否定，则会影响公众对于科学的信任，甚至会摧毁科学和科学共同体在公众心目中的形象及信誉。
在科学扩散过程中，应该对于科学成果的获得过程和方法坦诚告知，并告知该成果的可靠程度，不可隐瞒或夸大实验可靠性。告知公众与此成果相类似或相关的科研成果以及各自的优劣。同时，告知其他同行对于该成果的贡献，以及该项成果是否遭遇到学界的批评与反对及其缘由等。只有尊重事实真相的科学传播，才能真正有助于公众较为合理地理解科学，[22]真正参与并促进科学的再建构。尤其是在传播涉及公众健康或安全方面的信息时，应该据实以告，不能掩盖科学知识的不确定性，更不能为了争取经费或取悦雇主，或为了所谓的国家荣誉，隐瞒科学成果的不确定性或负面性。否则，一旦真相暴露，科学就会失去公众的信赖。科学与社会问题研究专家Hans Peter Peters说：“通常最好是尽可能诚实、清晰、完整地告知和解释你的推理。即使我们说服不了读者或听众，至少我们也给他们留下我们尊重他们的印象。这也会影响他们的见解，因为信息不是独立存在的。有时，诚信这一理念获得的不止是信息本身。”[23]
2.客观公正地传播科学成果的价值和社会影响
客观公正原则主要体现于传播过程中科学共同体对科学成果的价值、社会意义与后果、利益冲突等陈述与评价所表现出的态度。
首先，科研工作者对于自己科学成果的价值评价要客观中肯，不可过分夸大。现实中，有的科研工作者，为了推销自己的成果，罔顾事实，夸大其贡献或作用。还有人利用新闻发布会的形式，有意提高自身科研成果的价值。甚至有的科研工作者违背职业伦理，为商业所利用，过分抬高某项科研成果的价值与功用。1970年，莱纳斯·鲍林提出，大剂量维生素C不仅可以防治感冒和癌症，而且可以治疗各种炎症、胶原病和心脏病等，并在社会上大肆宣扬。面对学术界的质疑与批评，他置若罔闻。由于鲍林的影响力，1970年代美国大约有5000万人服用维生素C作为“保健品”，维生素C的需求量迅速上升，批发价格涨了三倍，连续多年的年销售额达数亿美元。为此，药厂欢欣鼓舞，称之为“鲍林效应”。[24]鲍林也因此得到药企的丰厚回报。1993年，鲍林患前列腺癌，在进行放射治疗后宣称, 由于他长期口服维生素C, 使癌症发病延缓了20年。不过，他最终还是死于前列腺癌。鲍林在对待维生素C的医用功效方面，显然违背了客观公正原则。除了客观公正地评价自己成果的价值，科学共同体成员还要客观公正地介绍别人的相关成果，客观公正地评价他人成果和自己成果各自的优劣等。故意隐瞒与自己成果相关的其他研究，以突出自己的影响力，或者只介绍自己成果的优势，隐瞒劣势，只谈他人成果的劣势，不谈优势，都不符合客观公正的伦理规范。
其次，科学共同体在传播科学时还要客观公正地传播科学成果的社会影响和后果。既要传播某项科研成果可能为社会带来的贡献、积极效益和后果，也要将其可能引发的消极影响和社会后果或风险告知公众，以及人类目前对于那些消极影响或社会后果的防御与应付能力，对于潜在风险的排除能力等。例如，当前对于转基因技术科研成果的传播，不能无视转基因技术的潜在风险而一味褒奖其优势。否则，会影响公众对于转基因技术客观认知的形成。对于尖端科学，如果“科学共同体”也像商业公司推销产品那样,出于自己的动机、视角和立场，在科学传播过程中总是自觉或不自觉地把复杂的科学活动中某些“喜闻乐见的”侧面展示给公众，[25]明显违背了客观公正的伦理诉求。
最后，科学共同体需要向公众声明所传播的科学成果可能存在的违背公众利益的行为，即利益冲突。在大科学时代，科学共同体基本丧失了从事科研的独立自主性，他们通常与各种不同性质的社会机构建立合作关系，甚至是雇佣关系。公共研究和私人研究往往相互交织，交织程度越深，涉及的利益冲突就越多，诸如科学事业本身的利益与科学家的其他（个人、群体或机构）利益之间的冲突，社会利益与经济利益之间的冲突，环境利益与个人利益之间的冲突，经济利益与生态利益的冲突，公共安全保障与个人隐私权利之间的冲突等。[26]然而，科学共同体通常以科学的客观性、“公有性”、“无私利性”为托辞来回避这些利益冲突。科学共同体在科学传播过程中不应对科学成果及其应用可能存在的利益冲突隐晦不言，应该客观公正地介绍这些利益冲突，才能让公众较为全面了解科学成果的相关信息，从而能客观地理解某项科技成果，切实保障公众科学素养水平的提高，进而在面临有关科技问题的相关决策时才理性思考和选择。
3.尊重公众实际理解能力，适度简化对科学知识的表述
[bookmark: OLE_LINK38][bookmark: OLE_LINK39][bookmark: _GoBack]科学的专业语言主要是数学和各种专业技术术语，其中许多词甚至不能直接翻译，而且其所指向的概念或整个过程都会很复杂。科学也因此被称为“经常用公众不熟悉的术语解释公众熟悉的事情”。[27]例如，物体置于桌上这一普通人再熟悉不过的简单现象：物体在桌上，桌子“支撑”着物体。但如果用科学原理来解释，牛顿会说，物体作用于桌子，因此，桌子一定给物体一个反作用力；物质原子理论则会考虑：为什么物体没有掉进桌子的虚空里去？针尖怎么就能插进去呢？于是原子模型理论作出解释：电子在核子与电子间的虚空中移动，这些带负电的电子互相排斥，因此，落在桌上的物体基本上“漂浮”在桌面的大量负电荷上。针能穿透桌子，是因为它很尖，针尖上无法携带足够多的电荷排斥桌子。[28]还有诸如物质分子理论、分子热运动理论、基因遗传理论等都是人们的感官无法直接感知的概念，光子、基因、细胞、新星、黑洞、地质构造或通货膨胀等也是人们常识中没有的现象，是普通公众所难以理解的。因此，科学共同体应该尊重公众的文化水平现状，尽可能避免使用技术术语，而使用一种公众易于理解的共同语言。在不得不使用专业术语时，如DNA，应尽量把它们的意义解释清楚。因此，为了适应受众的需要、能力、欲望、期望，科学共同体应尽量让公众理解，讲公众希望讲的，否则，公众会认为那些信息与他们无关，是他们所不关心的。因此，为了尊重公众理解能力，获得科学传播的良好效果，要将科学知识进行简化处理。当然，也有人对此持反对态度，他们认为，科学专家向局外人表达科学时应该使用专业概念和修辞方法，对科学知识的“简化”是对真科学的歪曲。不过，S. Hilgartner则将类似观点批评为“具有某种政治用途：为了将真科学知识置于公众不能达到的领域，为科学家保留了唯一处所，以维护科学家的认识权威，对抗局外人的挑战”。[29] 当然，对科学知识的“简化”应该有一定的度，应合理“简化”，不考虑公众理解能力，或者无限度地迁就公众，都不符合科学传播伦理规范。亚里士多德曾经提出伦理德性的中值原理，伦理德性通常是介于恶的两极（过与不及）之间的中间值。但这个中值不是数学上的平均值或两个端点的中点，而是为了正确的动机，在正确的时候，以正确的方式，将正确的量组合起来呈现给正确的人。也就是说，伦理德性的中值是因人而异，因具体的行为而已。它与人的地位、所处的特定情境、品格的强弱等有关。[30]因此，科学传播中对于科研成果的表述简化程度也应该遵循亚里士多德的中值原理，根据具体受众和具体目的而灵活把握。

总之，在科学传播过程中，科学共同体若能够本着诚实的态度，尊重事实真相，立足于受众的实际需求和理解水平，全面而透明地传达相关科学信息，客观公正地声明科学成果的价值和科研工作的社会意义，严格遵守伦理规范，既会获得公众对科学家和科学事业的信赖，又能提高科学传播的效果，提高公众科学素养，增强公众参与科学问题决策的能力，进而促进科学文化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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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cience communication is a process of science knowledge, science methods, science spirit and science consciousness being diffused and reconstructed among scientific communities and between scientific community and society. The philosophical context in which science communication is discussed is that scientific realism has been turning to scientific constructivism,  applications of science has been deviating from the science ethos, the mode of public understanding of science has been changing from deficit model to democratic model. The scientific communities have some ethical responsibilities  in science communication:  to guarantee the authenticity and transparency of scientific information in communication, to disseminate the values and social influences of scientific results impersonally and impartially, to spread science knowledge by appropriate simplification in order to respect the public's different understan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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